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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合规抗辩的效力

车东晟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摘　要〕　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存在对合规抗辩效力认定不一致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公私法调整的不同逻辑
未能得到应有的区分。立足环境立法的体系性解释，应以管制性规范公私法功能的衔接为出发点解释环境管制性

规范的私法效力，避免环境管制性规范无法界定复杂利益关系的问题。首先依“保护性法律”筛选具有私法效力的

环境管制性规范，再依一般注意义务对筛选后的合规行为限度与受害者利益进行权衡。保护性法律中的合规行为

可以作为合规抗辩效力的前提条件，违反环境管制性规范意味着违反了法定的注意义务，既未违反环境管制性规

范又未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环境污染行为才可承认合规抗辩。基于此，环境立法也需要立足规范保护的目的提升

其体系化程度。

〔关键词〕　环境污染侵权；合规抗辩；环境管制性规范；保护性法律；注意义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ｔｉｓｒｏｏ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ｏｒｍｓ，ｓｏａ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ｃａｎｎｏｔｄｅｆｉｎ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ａｒｅ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ｆ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ｒｅｗｅｉｇｈ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ｖｉｃｔｉｍ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ｗｃａｎｂｅｔｈｅ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ｖｉｏｌａｔｅ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ｖｉｏｌａｔｅ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ｃａｎ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ｏｒｍ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ｌａｗ；ｄｕｔｙｏｆｃａｒｅ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是调节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利益失衡问题的重要制度。随着环境监管技术的不断

进步，法律规制的手段以及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环境规制技术性指标的重要性也随之大幅度提升。排污个体

的行为可能实时处于被监管状态，环境法律可能更多要面对的是守法行为。〔１〕与此相应，法律对排污行为特别

是合规排污行为规制目的的明确化、精细化区分等问题应当成为当代环境立法体系化构建的重要内容。行为

主体能否以行为符合环境管制性规范为由主张不承担侵权责任？在环境侵权领域，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以

及《民法典》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认定一概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否遵守环境管制性规范与侵权责

任的成立并没有直接关系。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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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第１条明确规定：“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因此，我国法律体系中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认定一概否认合规抗辩的效力。但在实践中，存在大

量“不可量物”污染或“能量型污染”承认合规抗辩的案例，有学者做过统计，该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噪声污染、辐

射污染以及粉尘污染领域。〔２〕 同时，此类案件对侵权责任的认定也以超标排放为依据。〔３〕 环境污染侵权责

任认定中完全以公法管制性规范作为依据难免有“一刀切”的嫌疑，因为管制性规范并不一定具有权衡和调节

私益的功能，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如直接援引公法的管制性规范，就意味着将公法中应对社会风险的绝对性标

准直接适用到私法中复杂多样的利益调节领域。如果一味否认合规抗辩，则有可能对合规行为的自由施加过

度的限制，导致社会接受该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增加，风险制造者不再从事该种活动，〔４〕社会活动也随之萎

缩，〔５〕社会福利受损；〔６〕如果一味承认合规抗辩，则意味着合规排放行为将不受任何法律规制，同时导致私法

对因合规行为产生的环境私益损害袖手旁观。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合规抗辩效力的研究不仅仅需要揭示其在

控制风险、管理社会层面的一般性法律原理，而且需要立足于实在法以探求法律的体系性以及融贯性，解释其

规范性意义。我国环境立法虽然早于民事立法，但是长期在传统部门法之外“流浪”，其行政管理特征十分明

显，规范性与体系性较为薄弱，在环境侵权司法案件中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及不援引环境法律等问题。〔７〕 因

此，有必要从环境立法的体系性方面展开思考：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环境管制性规范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的认定在法律规范意义上存在何种关联。

二、环境污染侵权合规抗辩效力区分的理论反思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应当对合规抗辩的效力进行类型化分析，在特定类型中对合规抗辩的效力做全有或全

无的判断，〔８〕但绝大多数学者对合规抗辩的效力持十分谨慎的态度。〔９〕

（一）环境污染合规抗辩效力区分类型化的批判

１．依污染外观分类
在环境法学界，不论是基于对污染行为本身的归类研究还是基于对侵权责任认定的类型化分析，按照污染

物形态划分的观点最为普遍，最具代表性的是汪劲教授在《环境法学》教材中划分的“物质流污染”与“能量流

污染”，〔１０〕这一划分被大量学者所接纳并被用于解释环境侵权认定问题。〔１１〕 还有学者提出了“实质型污染”

与“拟制型污染”的区分，〔１２〕认为能量型污染（或拟制型污染）应当承认合规抗辩。对污染的类型化区分不能

只看污染的外观，而是要阐发由污染引发的后果在法律体系中遵循的逻辑及其蕴含的规范性意义。应从规范

意义上解释“污染”以还原其法学知识属性，而不能依据日常生活的判断。我国长期以来对“污染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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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亚辉：《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３９页。
在被称为“国内光污染案件原告首次胜诉的案件”的“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就以光

污染排放超标为由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朱虎：《规制法与侵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８１页。
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６２页。
傅蔚冈：《合规行为的效力：一个超越实证法的分析》，《浙江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４８页。
有学者统计我国环境司法状况后发现，不论是环保法庭建立前还是建立后，在环境类司法案件中，法官极少以环境法

律作为裁判依据。吕忠梅：《环境法回归路在何方？———关于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关系的再思考》，《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第６－７页。

金自宁：《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合规抗辩———从一起环境污染损害案例切入》，《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４４２－
４６８页。

宋华琳：《论政府规制与侵权法的交错———以药品规制为例证》，《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３２－４５页；宋亚辉：
《环境管制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效力解释》，《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３７－５３页等。

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３２－４１６页。
后续大多数学者虽然表述不尽一致，但都沿用该分类逻辑，如：张敏纯：《论行政管制标准在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的类

型化效力》，《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２３－３２页；刘超：《论“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展开》，《法律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４１－１５４页。

张宝：《环境侵权的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９－１４１页。



“污染”缺乏规范性解释，这直接导致无法合理区分合规抗辩的效力，在面对复杂行为时，概括适用环境管制性

规范。依污染外观进行类型化既不能真实体现对污染行为的科学判断，也不符合法律规范的调整逻辑，且有些

污染并不适宜以外观特征进行归类，因为能量也可以被解释为物质，比如核辐射污染，兼具能量和物质双重特

征。此类解释对污染行为分类的论证极易进入到自然事实领域，如有学者认为这种分类是按照“污染性质来

源及其致害机理划分”的类型，〔１３〕这种划分在法解释学上并无意义。两类污染行为所对应的环境管制性规范

虽然在形式上均为达成控制污染的目标，而实际上其所援引的作为科学判断的环境标准的制定本身却基于不

同的保护目的。相应地，管制性规范也分别指向不同的保护目的，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应当充分建立在该理论

认知上。遗憾的是，这种传统的污染分类显然不能满足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精细化发展要求。因此，在规范层

面不必对污染依外观特征进行类型化区分，也不需要对污染进行“拟制”解释，而应看受污染的客体在相应规

范保护目的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讲，如果污染的客体是抽象的环境公益，那么这种污染行为本身就属于危险行

为，法律规制的目的就是使用概括性控制的手段，以尽可能降低该行为的危险性。但如果污染的客体包括具体

的他人利益，法律的规制就体现为对相关污染者和他人之间的利益进行权衡。这可能对合规抗辩效力的体系

性解释具有相当重要的整合功能。

２．依社会效果分类
有学者设想以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最优标准”为界限划分合规抗辩的效力，认为完全否认合规抗辩

的效力就意味着将共同作用于风险控制的管制措施与侵权责任以“各自为政”的方式发挥作用，不利于控制风

险；立法上应当将侵权责任视为一种“辅助管制”的手段，以是否违反环境管制标准作为判断侵权责任是否成

立的决定性因素。〔１４〕 在环境管制标准能达到“社会最优标准时”，应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在环境管制标准只

能设定最低标准的情况下，必要时否认合规抗辩的效力。〔１５〕 不过，以“社会最优标准”作为衡量是否承认合规

抗辩的效力更多是一种“理想类型”，在当下的环境法律体系中，不仅不具备实体制度构建的可能性，还很容易

导致对环境保护过程中利益失衡问题的漠视。只看管制行为本身的后果，不看管制对象的复杂性，将以满足公

法管制需要而统一确定的排污限度概括地适用到侵权责任认定中，会导致法律对复杂的个体利益的权衡出现

一刀切的问题。

（二）环境污染合规抗辩效力区分的体系性检视

１．环境污染侵权立法规定的体系性分析
针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合规抗辩效力认定不一致现象，需要一套体系化的解释框架。回归立法文

本，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描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核心词汇是“污染”，但是对于污染的客体却并未在立法

上进行区分，对“污染”的规范性意义也未进行阐释。〔１６〕 《水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对“污染”的

定义仅描述了一种事实状态，指向抽象的生态环境，〔１７〕无法顾及环境质量与个体私权的关系、不同主体之间自

由限度和利益权衡等问题。依《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对“噪声污染”的定义，造成污染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一是超标或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二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在表述上并未使用“生态环境”，且通

篇仅出现过一次兜底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表述。〔１８〕 在现有的污染类型划分中，物质型污染以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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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文出现在《噪声污染防治法》法律责任部分第４８条，并规定在超标排污行为本身的法律责任之后。笔者认为，这
属于对噪声污染可能引发公益损害后果的兜底性规定。



染后果作为评价依据，而能量型污染以污染行为作为评价依据。但实际上，在不损害生态环境本身而损害众多

个人利益的情形中，衡量排污行为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衡量对环境影响程度的环境质量标准是重合的，这种情

形恰好出现在能量型污染物排放领域，以噪声污染类案件最为典型。〔１９〕 这类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论是否承

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均以噪声污染受影响的分贝数确定噪声污染的程度。〔２０〕 此时法官是以受害人利益是否受

到损害为出发点来解释污染行为，据此可以推断，噪声污染和其他物质型污染区别的核心为是否对他人利益产

生影响。因此，法律对噪声污染的规制具有明确的规范性意涵，即并非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本身，而是为了保护

他人利益。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存在着两套基于保护对象而建立的关于“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制体系，这两类

污染规制体系的不同保护目的并未在环境立法中得到践行，相关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纯为了行政管制。〔２１〕

对这类符合保护性法律且对他人利益损害并不十分严重的行为，不宜直接启动无过错责任以保护受害者的利

益，也不宜绝对地援引环境管制性规范作为侵权责任认定的依据，而需要更加精确地判断和权衡各方主体的利

益。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规定，不论是从语法结构还是立法本意看，《侵权责任法》第６５条规定的“污染环境”
应为动宾结构，〔２２〕《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七章中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同样是动宾结构，不关注对环境

是否造成污染后果，只看是否存在污染行为、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因此虽然我国现有立法完全不承认合规抗

辩，但由于环境法律中存在着两套“污染”的话语体系，且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偏向保护受

害方的利益，法官在面对同样重要的排污者行动自由的保障时，会出现对法的“续造”，〔２３〕在特定环境污染侵

权领域承认合规抗辩。

２．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公私法的逻辑交汇点：规范的保护目的
合规抗辩效力认定不一致问题是由于现有立法对规范保护目的不加区分导致的，法律对不同类型利益的

保护逻辑的差异并未体现在侵权认定中。解决的切入点为反思环境立法中对管制的目的、客体进行的区分，并

将其引入到侵权责任认定原理中，这也是环境法律体系化构建的内在需求。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认定上应

摒弃以污染类型为依据的理论模式，转向按照规范保护目的的区分，以明确哪些管制性规范能够产生侵权认定

的效力。实际上，不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在面对管制性规范时，在确定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侵权责任认定等

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公法中，对复杂利益的概括式立法引发了法律适用难题。学界开始引入德国的“保护规范理论”。该理论

认为，公法规范必须包含“私人利益保护指向”，才能为受该规范保护的主体设定主观公权利。〔２４〕 保护规范理

论将利益关照的对象扩展到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但由于当事人无法直接通过宪法基本权利

获得保护，因此就需要论证，“客观法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赋予了特别人以特别利益的保护”，〔２５〕明确该问

题对确定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在私法中，学者开始探讨侵权责任认定中的“权益”

保护范畴，特别是权利之外的利益保护，并形成了重要的界定原则，即如果行为人“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

律”，可以成立过错侵权。“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应当在立法旨意上或在解释上有明确的保护特定范围

之主体的目的，当然，当公法规范以保护公共秩序为直接目的的同时，兼有保护私人利益之目的的，可以构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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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为参照，而非排污行为是否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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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法律。”〔２６〕保护性法律可以“帮助方便地引发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２７〕日本就采取了该种认定方

式，对保护规范作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主张只有防止侵害型的保护规范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只有此类规范

欲保护的个人利益范围才与侵权行为法所要保护的私人利益的范围基本一致。〔２８〕 在此，有必要说明，在私法

中之所以要区分保护性法律，是因为其在私法中具有筛选索赔主体、确定保护客体的功能。苏永钦教授认为，

作为“对世规范”的管制性规范只有旨在保护个人的情形下才能筛选出合理数量的赔偿请求权主体。〔２９〕 保护

性法律的行为义务是针对特定人或特定群体所规定的，因此，“违反非保护性规范所规定的公共义务不能推定

行为人违反了私人义务而具有过错”。〔３０〕 如果某一规范能被解释为保护性法律，那么违反该规范就可能产生

私法效果。行政机制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有必要运用私法机制予以弥补。〔３１〕 当然，

私法中保护性法律的解释要明显严于公法中的保护规范，这是由公私法的属性不同所决定的，产生私法效力的

保护性法律调节的是更加精确的私主体之间的利益，而非保护规范理论所探讨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外

的第三人。因此，若某个管制性规范要被认定为保护性法律，必然要求它在受保护主体、受保护的权益、损害的

发生方式三个方面都足够具体。只有这样才能认为该规范在实现公法目的的同时，也已经为私法上的主体设

置了对其他主体的具体注意义务。〔３２〕

我国《民法典》在侵权责任保护范围上沿用了《侵权责任法》的界定，即第１１６４、１１６５条规定的“民事权益”
采取权利和利益区分的保护模式。〔３３〕 在对利益的保护范围上，尤其需要通过保护性法律进行界定。实际上

《德国民法典》第 ９０６条规定的“不可量物”的侵入被认为是属于民法内部规范体系所设定的“保护性法
律”。〔３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可量物并非是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各类实体污染物质，而正是各类气体、

噪声、振动等才是对他人不动产权利的行使可能造成影响的污染物排放行为。在合理限度内，土地所有权人不

能禁止这些不可量物的排放。该类侵权责任的认定必须明确对环境存在“污染”行为，且该“污染”行为违反了

法律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因为公共利益具有特殊性，违反这些规范是否成立侵权责任还要判断这些规范是否

旨在保护个人。〔３５〕 因此，在涉及“保护性法律”所界定的保护范围时，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规则应当向污染者

与受害者双方利益权衡的方向精细化地发展。

三、环境污染侵权合规抗辩效力的区分原理

概括地讲，公法中的管制性规范对民事法律关系只能产生有限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警惕过度夹杂用

公法思维评价私法行为的性质，同时应更加注重以法律保护的客体和性质的不同解释环境污染侵权认定规则，

从而将法律调节的触角延伸到微观主体的利益判断层面。单纯以存在污染行为作为确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承

担的依据是十分粗糙的，因其通过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不承认合规抗辩的方式抹掉了这一利益调节的空间。这

种粗糙性在公法中并不会引发明显的问题，但在侵权责任认定中，公法的保护目的与私法调节的利益范畴不衔

接问题将会极大地影响法律对相关主体的利益调节功能，也不利于环境法律的体系化构建。不同环境污染行

为规范意义的分殊源于公法与私法的调整逻辑。即使是在特定类型的案件或特定情形下承认合规抗辩的效

力，也绝非意味着完全以合规作为绝对标准来决定排污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否则会混淆公法与私法的不同调

整逻辑。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在公法管制性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为行为主体设定了更加精确的利益权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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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环境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私法调节需要限制公法环境管制性规范的绝对性效力，具体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依“保护性法律”筛选具有私法效力的管制性规范，此时该管制性规范依然不能直接用于私法利益

的判定，而须进入第二层次，即依一般注意义务对筛选后的合规行为限度与受害者利益进行权衡。

（一）依“保护性法律”筛选具有私法效力的管制性规范

１．违反保护性法律的污染
保护性法律的污染行为中合规抗辩的效力应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如果环境管制性规范形成保护性法律的

效果，则该类环境污染行为满足特定条件的合规排放事实可以作为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被我国学者广

为关注的《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民法典”第１８４条的规定均将违反保护他
人法律的行为规定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德国法上，保护性法律之侵权规范乃是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

美国法上，违反制定法的处理主要被涵括在过错认定的范畴内。”〔３６〕在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责任认定中，判

断过错的主要依据在于行为是否违反了保护性法律，而非行为人能否预见到此种损害的发生。〔３７〕 如果管制性

规范是以保护抽象的公众利益作为目的，此时若有违反该管制性规范的行为，则遭受损失的人会非常多，有了

保护性法律，可以仅通过认定该违法行为就可将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降低到合理程度。〔３８〕 法官仅需要立

足立法文本解释相关管制性规范是否具有保护性法律的效果，而非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如果行为违反的

是保护性法律，法官可直接援引该规定认定侵权责任的过错要件而无须另寻行为人是否违反注意义务，除非行

为人能够证明其违反保护性法律或法益的侵害无过错而免责。〔３９〕 行为造成个人损害且属于“保护性法律”所

明确规定的情形时，就可认定行为人有过错，满足一定的条件时可以减轻受害人的过错举证责任。〔４０〕

针对超标排污行为，可以直接认定排污者存在过错。我国在噪声污染侵权案件中大多数以超标作为认定

过错基本依据的原因，即为法官通过对《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保护他人目的的解释，将违反环境管制性规
范的行为确定为过错行为。相应地，针对合规排放行为，法律应站在利益取舍的立场保障一定程度的社会自由

度，防止个体自由权行使中的一些必要利益传导动不动就被认定为侵权。但管制性规范对于侵权责任认定的

功能不能被绝对化，法官仅能依据管制性规范未被违反的事实判定其并不存在法定的过错，但排放行为符合管

制性规范并不必然产生合规抗辩的效力，而是为合规抗辩的效力判断提供基本的前提，这是由于公私法不同的

调整逻辑决定的，进一步确定合规抗辩效力的范围则需要转换到私法的调整逻辑中。

２．非违反保护性法律的污染
在该类环境污染侵权中，环境管制性规范的设定是以生态环境为直接保护目标的，并无“保护性”的法律

功能，在侵权责任的认定中不具有界定利益归属的效果。“非保护性规范的违反就是判定是否存在过错可资

利用的证据之一，从而并不具有太多的规范意义。”“侵权行为中的侵权性被认为是一种相对的不法性，即违反

的是一种专注于保护受害人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案例或者法规。”〔４１〕由于规范保护的目的在于公共利

益，因此公民不享有诉权，其利益只能受“反射利益”的保护。〔４２〕 针对该问题，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并

未进行过多的论述。〔４３〕 对该类环境污染侵权，现有立法概括性适用无过错责任，我国司法裁判亦未将合规排

放作为认定无过错的依据。因此，该类侵权中不宜承认合规抗辩。

（二）依一般注意义务锁定合规抗辩效力的范围

１．注意义务在侵权认定中的功能
在违反保护性法律的污染行为中，针对合规排放行为，承认合规抗辩并附加一定的条件作为注意义务而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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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错责任，是较为理想的折中选择。我国对环境污染侵权一概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不能适应违反保护

性法律的污染侵权中利益精确调节的需要。国外与过错责任相对应的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大多都限定在“异

常”活动中，〔４４〕因为严格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为：特定行为会导致损害的实质危险时，哪怕所有合理的安全措施

都被遵守也没用。〔４５〕 显然，注意义务在确定违反保护性法律的环境污染侵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益界定功

能，保护性法律设定了行为标准，该标准可以被理解为注意义务的判断依据之一，违反该注意义务标准既会引

发公法责任，也是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注意义务的违反意味着过错侵权的成立，如美国法中将违反保

护他人的法律构成的侵权责任视为一种特殊的过失责任，而英国法将此种责任视为过失责任之外的独立侵权

责任。〔４６〕 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并非侵权责任成立的充要条件。近代以来，相当多的国家在过错责任的判断

上引入了相对客观的注意标准。过错责任一般与特定的注意义务密切相关，罗马法中就将过失作为谨慎或注

意的反义词，对谨慎或注意采用家父的注意标准予以确定。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认定中的核心要件

“违法性”与“有责性”实质上可以合并为对义务的违反，对义务的违反是过错侵权责任发生的基础和归责的核

心。〔４７〕 客观注意义务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在立法或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套绝对确定的判断规则，而意味着

对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是基于行为人之外的社会可普遍接受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是灵活的，是紧密联系生活

事实和规范逻辑的中介。如法国更倾向抽象评价的“民事过错”学说，英国更关注消除个性差异的“理性人”标

准，美国判例确立的行为人因没有采取比损害费用小的预防措施而承担责任的“汉德公式”等等。〔４８〕 与欧美

的注意义务相类似，日本在认定环境侵权行为成立的违法性要件时采用“忍受限度”理论，〔４９〕其实质依旧是以

特定的标准衡量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尔后发展出大气、水质污染等特定类型侵权对于人身损害的无过错责任，

并未全面实施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其他领域尤其是财产损失方面依旧适用以“忍受限度”为违法性要件的过错

责任原则。〔５０〕 不论是客观注意义务还是“忍受限度”理论，其共同点是克服了以公法的绝对性管制规范为唯

一依据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的僵化性。

２．从法定注意义务到一般注意义务：公法绝对性标准的私法相对性适用
针对未违反保护性法律的合规行为在侵权法中的定位，我国学者并未形成一套理论体系，而把大量笔墨放

在违反保护性法律的行为研究上，对未违反保护性法律的合规行为似乎当然地认为不成立侵权，仅将侵权适用

范围限缩在保护性法律的范围而并未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处理。如朱虎认为，过错侵权是否成立本质上取决

于行为人是否损害了既定的法秩序，即“加害人是否违反了以维护个人为目标的法秩序所施加给他的义

务”。〔５１〕 这无异于将公法管制性标准直接适用于私法利益权衡中。针对该问题，冯·巴尔进行了进一步区

分，将违反保护性法律的行为归结为“违反法定义务”，因其需要相关保护性法律规定十分具体的注意义务，亦

称“特殊注意义务”。〔５２〕 即保护性法律为个体设立了私法层面的法定义务，违反该义务可以作为侵权构成要

件。虽然保护性法律可以作为认定侵权责任的不法要件，但“该句话不能反其意而用之，即不能认为遵守了特

定的法律就完全排除了不当行为的存在。一般注意义务必须始终得到遵守，它甚至可能（不一定）比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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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５３〕 因此，在法定注意义务之上，行为人还应尽到“一般注意义务”，这一步骤必不可少。侵权法上的

注意义务标准往往高于管制性法律中的行为标准，〔５４〕这可以促使行为人主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降低其社会风

险。“在欧洲法律制度中，存在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规则，即侵权法的注意义务可以超过规制法所设定的注意

程度。”〔５５〕这一点是被我国对于合规抗辩问题的研究者所忽视的，既有的相关研究仅在具体的侵权领域诸如

交通事故侵权等领域被学者提出过，〔５６〕但未对一般注意义务进行过系统的论证。针对符合保护性法律的合规

行为，之所以不能一概抗辩侵权责任，是由于符合保护性法律的合规行为，依旧会遗留下“剩余风险”导致损害

发生，此时应当依据谨慎程度更高的一般注意义务作为启动侵权责任的条件以进行个案调节。这就是侵权责

任对符合公法管制的合规行为的“查漏补缺”功能，〔５７〕这可以视为“侵权法上二次控制”。〔５８〕环境管制性规范

大多援引相应的环境标准，而标准这种规制形式往往给予的是一个一般性的控制，它不可能也无法去把握和斟

酌个案所涉及的个别因素，因为它对于个案正义是无能为力的。〔５９〕 因此，若某个公法规范属于“保护性法

律”，可以认为公法的利益保护范围与私法的利益归属判断相吻合，在并未违反该管制性规范的情形下，行为

人也需遵守一般注意义务，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可成立侵权责任。此时，在公法中客观绝对的管制性规范之上又

附加了相对灵活的一般注意义务的判断，以应对私法中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在现有的无过错

责任原则中确定了一部分例外情形，并为其确定了合规抗辩的成立范围，使得该行为领域的利益调节机制得到

了更加精细的设计，同时也使得行为人在合规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提高谨慎程度以抗辩侵权责任。

３．一般注意义务的判定
关于一般注意义务的判定，虽然各国倾向于确定客观注意标准，但由于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难，因此在理

论上，不会否认主观标准的适用。〔６０〕 该主观标准并非与客观注意标准相对应，客观注意标准的客观性仅意味

着判定主体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主观标准实际上是强调判断注意义务过程中的主观性要素。从立

法角度讲，由于立法机关信息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在确定了一些原则性问题（如强制性环境标准、归责原则等）

之后，其只能将具体确定权限委托给具体的法律实施者来行使。因此，“由管制机关还是法院来确立并执行行

为谨慎标准，是环境管制和侵权责任的关键性区别”。〔６１〕 相对来讲，由管制机关判断行为谨慎标准相对容易，

因其可以直接援用环境管制性规范所依据的具体行为标准，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中一般注意义务的判断

难度较大，因为一般注意义务并不能直接援用管制规范所依据的标准。所以，该问题并非靠立法可以完全解

决。管制性立法无法做到一一检视民法规范，以确定应排除哪些合同的效力，设立哪些违法行为，而民法亦无

法全面地顾及哪些行为自由会损害管制性立法所欲保护的公共利益，此时，折中之道为赋予法官以裁量权。〔６２〕

以欧洲为例，《欧洲侵权法原则》第４：１０２条第１款将“理性人”作为判断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关键要素，该标
准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因素，因为通常“理性”的判断标准要在具体的案件中进行确定。〔６３〕 从英美法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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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演进规律来看，注意义务的重要功能就是形成了一套司法话语和司法技术。因此，英美国家法官经常将

注意义务作为限制加害人责任风险的规范基础，经常以缺乏履行注意义务依据为由判决被告免于承担赔偿责

任，“注意义务”被称为是“法官的控制器”。〔６４〕赋予法官对一般注意义务的判断权可以将风险的论证置于注

意义务领域，而远离因果关系，〔６５〕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注意义务的判定使得法官

可以自由裁量的依据进入更加精确细致地衡量双方之间的利益与自由。

四、环境污染侵权合规抗辩的效力范围厘定

（一）无效情形之一：非保护性法律的合规污染行为

在该类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行为是否违反环境管制性规范与侵权责任的认定并无关联，亦不涉注意义

务，这是因为相应的环境管制性规范所设定的注意义务与他人利益的关联程度并不符合规范性解释逻辑，此时

私法中的利益归属判断应该切断与环境管制性规范的关联。但违反环境管制性规范可以通过对排污行为造成

环境质量下降事实的证明作用在行为认定、加害事实等方面助力侵权责任的认定。〔６６〕 由于侵权损害结果与规

范保护的目的即环境公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由此可以借环境管制性规范所界定的事实（如是否构成污染等）

更为方便地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虽然这类环境管制性规范不具有保护他人的目的，但造成环境公益损

害的事实与造成侵权的事实指向的行为是一致的。如依据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第９６条规定：“因水污染受到
损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二）无效情形之二：保护性法律中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合规污染行为

在一般情形下，引发公法责任的注意义务与引发侵权责任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重合，只要行为人遵守公

法中的法定注意义务，造成侵权的可能性就较小。在保护性法律中针对合规排污者，考虑到其有可能因为承认

合规抗辩而导致滥用权利，因此应增加对污染者的过错认定规则，赋予其一定的注意义务，将已经偏向排污者

利益保护的重心适当拉回受害方。在该种情形下，注意义务有助于延展救济由不作为引起的损害。〔６７〕 如行为

人在声环境质量标准为７０分贝的区域内始终保持在６９．９分贝的“顶额”排放，对受害者来说，虽然该排放行
为符合分法标准，但对其造成的损害依然是显见的，法官不应直接依据行为符合环境管制性标准为由判定行为

不成立侵权，而应当依据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判定合规行为是否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如行为人用低廉的成本安装

噪声隔音板就能显著降低噪声的分贝值但依旧未安装，此时就可认为其违反了一般注意义务，依旧构成侵权。

这一认识类似于美国的“汉德公式”。从我国２０２１年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第２条对注意义务的规定来
看，这一认定逻辑正在逐步被立法确认。

（三）有效情形：保护性法律中未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合规污染行为

如果某环境管制性规范可被解释为保护性法律，且行为人并未违反一般注意义务，则该类污染行为侵权责

任的认定应当识别双方相互对立的利益并尽可能地做出协调：“一方行为人获得最大可能的保护，另一方行为

人享有最大范围的活动自由与人格展开自由。”〔６８〕在立法中，应对法官认定当事人过错提供裁量空间。若当

事人并未违反一般注意义务，法官可以承认合规抗辩以保障行为人一定的行动自由，以避免对社会行动施加过

重的限制。

由法官判定该合规排放行为违反注意义务而构成过错侵权，体现出对公法绝对性标准在私法中的相对性

处理；相对于公益保护所依据的客观绝对的管制性标准，私益的调节需要更为精细灵活的权衡标准，需要法官

依据“法感”寻找法律规则适用的“大前提”。〔６９〕 实际上，我国在交通事故侵权等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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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虽然合规但由于行为人并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判决。〔７０〕 在环境侵权领域也出现类似

探索，诸如噪声、粉尘、振动等承认合规抗辩的侵权领域中，虽然多数案例都以合规排放为由判决行为人免于承

担侵权责任，但同是合规行为，法院却在有些案例中依旧判决行为人构成侵权。２０２１年《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修订对第２条“噪声污染”的范围进行了扩展，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之外增加“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行为
人即使合规但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依然构成噪声污染，这实质上进一步突破了无过错责任。修法后依第２
条规定否认合规抗辩的第一案为“周勤亮、灌云县新感觉汽车美容店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该案中虽然被告

汽车美容店辩称受害人房间噪声并未超标，但法官认为“原告房屋内检测是否超过限值，并非被告是否构成噪

声污染的必要条件”，依旧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７１〕 这一判决案件是在环境管制性规范保护目的不明确情

形下，司法机关对利益进行的精细化识别和权衡的判决，具有进步意义。

余论：反思环境立法的体系性

由于环境立法与民事立法之间衔接的法教义解释规则尚未建立，法官的判断依旧离不开立法者在设定环

境管制性规范时对保护目的的系统性考量。环境污染侵权认定中对不同类型的污染行为不加区分的原因有

二：一是民事立法者并未充分认识到环境公益损害的公法判断对侵权责任认定的功能，过于关注对损害的救

济，未将侵权行为放置在整个环境规制体系、环境风险控制体系中思考，未充平衡各方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二

是环境立法并未发现不同污染类型在规范意义上的区别，导致民事立法无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规则作出

区分。环境立法设立了大量的管制性规范以将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并未明确管制性规范的

保护目的，导致环境立法无法与私法原理进行对接。比如，《环境保护法》中对于排污行为进行管制的核心条

款为第４４条规定的遵守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其余条款对特定领域的污染物排放
进行了专门规定，共两条，即第４９条第２款规定的农业污染物排放与第３４条规定的海洋污染物排放。违反环
境标准排污的法律责任为第６０条规定的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或责令停业、关闭。除《噪声污染防
治法》第２条对噪声污染的界定体现了保护他人的目的外，《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
法》等污染控制类法律均以概括的方式规定对污染排放的管制措施以及法律责任。法官之所以不援引相关环

境法律，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法律并非为调节复杂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所立，而是为行政机关管制相

对人提供法律依据。法官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时，并不能从环境法律中解释出对个体利益判断和权衡的依据，

因此只有依据民事立法一概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民事立法又难以识别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复杂利益

关系，因此法官仅能以既有的民法一般原理解决特殊的环境类纠纷案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司法实践中出

现的一些承认合规抗辩效力的案件实质为法官对既有立法“续造”之“目的论的限缩”。〔７２〕 环境法理论研究应

发掘与提升环境法自身的法理，以进一步强化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环境立法中管制性规范与民

法中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精细化是后续立法完善的方向，环境管制性规范应当以利益保护的不同目标为依据

进一步区分不同性质的排污行为。环境立法自身需要借助传统部门法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提升其体系化程度，

对公法管制目的定位及私法中利益识别等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民法典》侵权责任条款应当在对权利之外

利益保持开放性态度的基础上，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区分，对违反保护性法律的污染行为课

以过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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